
而处于同一“网络”结构，具有共同的经济利益和政治诉求。例如，无论是农民、工匠、商人还是政治精
英，在共和国初期，“几乎所有美国人都从属于一个大西洋和全球的经济体”，都亟需一个稳定的国际
贸易环境（汤姆·卡特汉姆：《绅士革命家：新生美利坚共和国的权力和正义》，第４页）。

第四，就美国早期政治文化研究而言，以往论著常被批评用某一种共识性的“意识形态”掩盖了众
声喧哗的思想场域。而且，长时段、跨地域的思想史研究容易导致“非人化”的倾向。将思想流转与
“社会网络”结合考察，既能分析观念背后的差异及其原因，也可以突破文本的限制，追踪思想经由何
人、通过什么途径传播和发挥作用。

不过，在启发美国早期史研究的同时，“网络路径”也在方法论层面存在着不少局限和挑战。

首先，对“网络”概念本身尚缺乏明确而清晰的理论界定。“网络”与“联系”“互动”有何区别？与

１８世纪文献中的“联系人”（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ｔ）、“社交圈”（ｓｏｃｉａｌ　ｃｉｒｃｌｅ）又是什么关系？全球史学者塞巴
斯蒂安·康拉德曾追问道：“互动之网需达到何种密度，才能成为一个网络？应该具有什么程度的稳
固性与稳定性？互动的频率和时长如何？依靠什么媒介使网络持续存在？”（塞巴斯蒂安·康拉德：
《全球史是什么》，第１２６页）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尚待解决。此外，如何处理个体经历、地方性事件与全
球进程的关系？如何平衡结构性力量与人的能动性？这些也都是在使用“网络”概念时无法回避的问
题。

其次，在部分学者的设想中，“网络路径”的一大意义是寻找国家和帝国的替代性范畴。事实上，
对“网络”的考察无法忽视国家、帝国或隐或显的存在。商业与移民“网络”的确具有很强的自主性，但
政府常常从自身利益发出，加以推动或抑制。又如，那些追求殖民地独立的人士，假设不存在各种正
式与非正式的“帝国网络”，很难想象他们如何能够互通声气，结成反抗母国权威的共同战线。不仅如
此，而且“经济和政治权力网络”也有助于思考海外的“帝国建设”（ｅｍｐｉｒｅ－ｂｕｉｌｄｉｎｇ）与内部的“国家形
成”（ｓｔａｔｅ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之间的关系［伊丽莎白·曼克：“帝国与国家”（Ｅｌｉｚａｂｅｔｈ　Ｍａｎｃｋｅ，“Ｅｍｐｉｒｅ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ｅ”），戴维·阿米蒂奇、迈克尔·布拉迪克主编：《英属大西洋世界（１５００—１８００）》，第１９５～１９６页］。

再次，虽然历史学家已经通过诸多个案，分别描绘出大大小小的贸易、移民、宗教和科学等“网
络”，但对于不同类型“网络”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作用，似乎值得进一步探索。上文提及的一些著作，已
经在进行相关的尝试，如基于家庭、族裔、宗教等“网络”的商业活动，政治和外交事件中的“通信网
络”，“人际网络”对美国早期金融市场、对外贸易和土地开发的影响，等等。当然，这需要打通经济史、
社会史、政治史和文化史等不同领域，综合运用多国史料，整合各种理论资源，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

最后，“网络”成为当前历史研究中的流行词汇，或许部分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交网络”异常发
达、足不出户便能与世界互通互联的时代。全球化的现实给历史学家提供了灵感的源泉，将“网络”作
为发掘互动的历史、重建人类共同纽带的透镜。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留意“网络路径”的有效性和适用
性，避免夸大横向的联系，或是遗漏掉那些“网络边缘”和“网络之外”的人与事。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５－０５
作者薛冰清，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青年副研究员。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从跨国史视野重新审视美国革命

李 剑 鸣

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本德自２０世纪末就开始思考，如何突破“国族国家”的边界来考察美国历
史。他强烈地意识到，“美国历史如果不结合进全球语境中就无法得到充分理解”，因为“国家不可能

·４２·



是它自己的语境”，国别史必须“放在比它自己大的框架中来研究”［托马斯·本德：《众国中之一国：美
国在世界历史中的位置》（Ｔｈｏｍａｓ　Ｂｅｎｄｅｒ，Ａ　Ｎａｔｉｏｎ　ａｍｏｎｇ　Ｎａｔｉｏｎｓ：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Ｐｌａｃｅ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纽约：希尔－王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６、７页］。他的这一呼吁得到了许多美国史家的响应。
作为美国史研究的经典课题，美国革命也被越来越多的学者置于跨国史视野中看待，由此呈现出以往
单纯的国别史路径所无法显示的画面。

严格来说，美国革命的跨国性并不是跨国史研究者的新发现，而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实际面相。美
国革命的关键一环是独立战争，而独立战争不啻为１８世纪一场重要的国际战争。托马斯·本德批评
以往研究美国革命的史家忽视国际语境，主张从更大空间、更长时段来看待美国的独立，把它视为一
场长达百年的帝国竞争的产物（同上，第６１～１１５页）。美国革命领导人的确具有强烈的国际意识。
自从武装冲突爆发后，他们就想方设法使殖民地的反叛行动国际化。他们派人到法国宫廷活动，争取
法国的秘密援助；同时，还到加拿大进行宣传鼓动，力图把英国新并入的这一殖民地拉入反叛的阵营。
他们在战争形势不甚明朗的关头，匆忙宣布独立，迅速地把帝国内部的殖民地反叛变成国与国之间的
战争，而且成功地把法国、西班牙等国拉入了盟友的行列，从而使三大帝国体系在美洲的竞争最终走
向全球化。在美法结盟以后，美国领导人也意识到，国际化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可用以争取独
立，另一方面也有使美国落入外国不良图谋中的风险［“大陆会议致美利坚联合诸邦居民”（“Ａｎ　Ａｄ－
ｄｒｅｓ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ｇｒｅｓｓ　ｔｏ　ｔｈｅ　Ｉｎｈａｂｉｔａｎ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沃辛顿·Ｃ．福特等编：
《大陆会议记录（１７７４—１７８９）》（Ｗｏｒｔｈｉｎｇｔｏｎ　Ｃ．Ｆｏｒｄ　ｅｔ　ａｌ．，ｅｄｓ．，Ｊｏｕｒｎａｌ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ｅｎｔａｌ　Ｃｏｎ－
ｇｒｅｓｓ，１７７４—１７８９）第１１卷，华盛顿：政府印刷局１９０８年版，第４７８页］。于是，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
过于依赖单独某个国家，而努力从多个国家和多种渠道争取援助。同时，美国的战场上也出现了来自
许多国家的官兵。英国军队包括大量德意志雇佣军，还有不少印第安人加盟；大陆军不仅由普鲁士等
国的军事专家训练，而且还有多国的军人加入。法国、西班牙等国军队和大陆军一起参与了许多重大
的战役。战事不仅发生在美洲，也可见于亚洲（印度）、非洲和欧洲；战斗不仅在陆地进行，也发生在海
上。美方的资金和物资大多来自法国、西班牙和荷兰等国，其中武器弹药主要通过荷兰人所控制的加
勒比海通道进入美国。最后，结束战争的谈判也有多国参与，《巴黎条约》不独处理了英美之间的问
题，而且涉及多个国家和人群的利益［参见Ｒ．欧内斯特·迪普伊等：《作为全球战争的美国革命》（Ｒ．
Ｅｒｎｅｓｔ　Ｄｕｐｕｙ，Ｇａｙ　Ｈａｍｍｅｒｍａｎ，ａｎｄ　Ｇｒａｃｅ　Ｐ．Ｈａｙｅｓ，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Ｗａｒ），纽
约：麦基１９７７年版］。

美国革命的跨国性，通过许多人物的活动而得到了更加具体的体现。除了法国、西班牙正式派遣
的官兵外，还有许多欧洲人志愿来到美国，不仅以不同的角色发挥作用，而且充当跨国传播美国革命
影响的媒介。广为人知的托马斯·潘恩就是一个典型的跨国人物。他本是英国人，１７７４年来到费
城，１７７５年年底写出了影响巨大的小册子《常识》。潘恩在写作时得到了本杰明·拉什和本杰明·富
兰克林的帮助，其印刷和发行者罗伯特·贝尔则是一个苏格兰移民，曾大力向北美引进苏格兰启蒙作
品。《常识》在费城的第一版署名“一个英国人”，其主题却是鼓动殖民地居民反叛作者自己的“祖国”。
不久，《常识》还在英国、法国、荷兰和德意志出现了相应的版本［乔纳森·伊斯雷尔：《燎原之火：美国
革命如何点燃世界》（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Ｉｓｒａｅｌ，Ｔｈｅ　Ｅｘｐａｎｄｉｎｇ　Ｂｌａｚｅ：Ｈｏｗ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Ｉｇｎｉｔｅｄ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１７７５—１８４８），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８～４９页］。美国革命以后，
潘恩回到欧洲，卷入法国革命，写书论述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联系，并以此阐扬美国革命的世界历
史意义。另一个著名的跨国人物无疑是法国的拉法耶特侯爵。他曾随法军参与独立战争，深入观察
和体验美国革命的原则与经验。回到法国后，他致力于推动法国的变革，使法国能像美国一样制定宪
法，并有“权利法案”。他与当时出使法国的托马斯·杰斐逊过从甚密，从１７８９年１月开始两人就一
起商讨法国的“权利宣言”。是年６月１７日（一说１５日），参加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脱离另外两个等
级，独立组成国民会议；为了保障会议成员的安全和商讨的便利，拉法耶特还特意借用杰斐逊在巴黎
的住处，作为会议几个主要领导人碰头的场所。７月１１日，拉法耶特向国民议会提交“权利宣言”草
案。据考证，这份“权利宣言”的第二稿上还有杰斐逊的铅笔批注［罗伯特·帕尔默：“暧昧的民主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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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斐逊在波旁王朝治下的法国”（Ｒｏｂｅｒｔ　Ｒ．Ｐａｌｍｅｒ，“Ｔｈｅ　Ｄｕｂｉｏｕｓ　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ｉｎ　Ｂｏｕｒｂｏｎ
Ｆｒａｎｃｅ”），《政治科学季刊》（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第７２卷第３期（１９５７年９月号），第

３８８～４０４页；詹姆斯·史密斯编：《书信共同体：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通信集（１７７６—

１８２６）》（Ｊａｍｅｓ　Ｍｏｒｔｏｎ　Ｓｍｉｔｈ，ｅｄ．，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ｏｆ　Ｌｅｔｔｅｒｓ：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Ｍａｄｉｓｏｎ，１７７６—１８２６）第１卷，纽约：Ｗ．Ｗ．诺顿出版公司１９９５年版，第６３１
页］。另一个值得一提的跨国人物是托马斯·波纳尔。此人曾在北美多个殖民地担任总督，返回英国
后一直关注北美事务，并为美国的独立倍感欢欣鼓舞。他特意写成《致美利坚的主权者》一书，一方面
向欧洲人阐述美国革命的意义；另一方面则建议美国人保持自由的精神，争取把美国建设成为世界上
最伟大的国家［托马斯·波纳尔：《致美利坚的主权者》（Ｔｈｏｍａｓ　Ｐｏｗｎａｌｌ，Ａ　Ｍｅｍｏｒｉａｌ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Ｓｏｖｅｒｅｉｇｎ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伦敦１７８３年版］。

在美国革命领导人中，不少人有跨国经历。在所谓“建国六杰”中，富兰克林、杰斐逊和约翰·亚
当斯（他们３人也是《独立宣言》起草小组的成员）都曾奔走于大西洋两岸。富兰克林可说是北美当时
最为国际化的人物，曾长期生活于伦敦和巴黎，在欧洲上流社会广有口碑。独立战争开始后，他于

１７７６年１２月出使巴黎，以争取法国的援助。他结交当时尚在人世的后期启蒙哲人，使他们有机会了
解美国的政治变革。在他认识的法国名流中，许多人后来都成了法国革命的领导人。杰斐逊出使法
国期间，除了用美国革命的经验帮助拉法耶特等法国革命者，还为麦迪逊在美国的改革活动提供资料
和建议。杰斐逊密切观察法国的政治动向，不时在给麦迪逊的信中传递这方面的消息［“杰斐逊致麦
迪逊（１７８８年７月３１日）”（“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ｔｏ　Ｍａｄｉｓｏｎ，Ｊｕｌｙ　３１，１７８８”），詹姆斯·史密斯编：《书信共同
体：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通信集（１７７６—１８２６）》第１卷，第５４５页］。他还向麦迪逊详细
介绍法国人正在商议的政府结构，并处处同美国的体制进行比较，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的（宪法）被
公认是他们的样板。”［“杰斐逊致麦迪逊”（１７８９年８月２８日）”（“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ｔｏ　Ｍａｄｉｓｏｎ，Ａｕｇ．２８，

１７８９”），史密斯编：《书信共同体：托马斯·杰斐逊和詹姆斯·麦迪逊通信集（１７７６—１８２６）》第１卷，第

６２７～６２８页］约翰·亚当斯则先后出使法国、荷兰和英国，在欧洲充当美国革命理念的主要诠释者，
也从美国的角度就美国革命的意义与欧洲人进行论辩。

美国革命领导人大多不是狭隘的地方主义者。他们具有世界主义眼光，即便立足于美国来看自
己的事业，也不是孤立地界定美国革命的目标和意义。他们普遍把美国革命看作人类摆脱暴政、争取
自由的开端，把美国视作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和安全的榜样，把新的体制及其原则当作其他国家人
民争取自由的借鉴。他们在阐述美国革命的历史意义时，喜欢用“新纪元”“避难所”“灯塔”这样的意
象。“新纪元”意味着人类历史的一个新开端，标示着受奴役、被压迫的人民反抗暴政、争取自由的时
代已经来临，而美国人则是这个时代的开创者和先行者。“避难所”通常包含两层含义：一是美国人赢
得了自由，建成了一个“自由的国家”；二是这个“自由的国家”向全世界敞开大门，欢迎一切追求自由
的不幸人们的到来。“灯塔”则把美国比喻为榜样，为世界其他国家人民追求自由和幸福提供指引。
可见，这三个意象都带有跨国主义乃至世界主义的意涵［美国革命一代关于美国革命对世界其他国家
的意义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参见约翰·雷恩博尔特：“美国人关于其革命对其他人民的意义的最初看
法（１７７６—１７８８）”（Ｊｏｈｎ　Ｃ．Ｒａｉｎｂｏｌｔ，“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Ｉｎｉｔｉ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　Ｐｅｏｐｌｅｓ，１７７６—１７８８”），《历史学家》（Ｔｈ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ａｎ）第３５卷第３期（１９７３年５月号），第

４１８～４３３页］。
在思考和实施共和主义实验时，美国革命者也经常采取跨国比较的方式，尤其喜欢把欧洲主要国

家的传统和现实作为参照。詹姆斯·沙利文在谈到美国政府的独特性时说：“我们知道，现在欧洲存
在的几乎所有政府都是建立在征服的基础上的，它们中任何国家所维持的引以为自豪的一切自由，都
不过是通过购买或以艰苦的斗争从征服者或其继承人那里取得的。”［詹姆斯·沙利文：《论美利坚合
众国政府》（Ｊａｍｅｓ　Ｓｕｌｌｉｖａ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波
士顿１７９１年版，第２１页］显然，刚取得独立的美国人需要清算与欧洲的联系，放弃对欧洲的追随，以
此界定新的国家身份。乔纳森·杰克逊宣称，美国长久以来把欧洲特别是英国作为模仿的样板，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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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必须要抛弃掉；“现在完全是时候了，我们应当拥有自己的国家特性，亮出我们自己的意见；并且
要让世界信服，我们在地球的这一边也有一点真正的哲学。”［乔纳森·杰克逊：《关于美利坚合众国政
治形势的思考》（Ｊｏｎａｔｈａｎ　Ｊａｃｋｓ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ｕｐ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马萨诸塞州伍斯特１７８８年版，第２１页］诺亚·韦伯斯特在阐述美国的政体时指出，旧世
界人们的种种不幸都缘于政体的不完善；而美国人能够享有所有国家的智慧和经验的帮助，得以设计
出一种完善的政体，“更有利于自由，也更能防范腐败”［诺亚·韦伯斯特：《美国政策短论》（Ｎｏａｈ
Ｗｅｂｓｔｅｒ，Ｓｋｅｔｃｈ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ｏｌｉｃｙ），哈特福德１７８５年版，第１３～１４、２２、２３～２６、３９页］。韦伯
斯特的话也触及了美国革命的另一个话题，即美国人在进行共和主义实验时，从大西洋世界乃至他们
所了解的整个世界的政治遗产中汲取了许多养分。

另一个能够展示美国革命的跨国维度的现象，乃是大西洋世界围绕美国革命的即时讨论。以往
美国革命史研究者关注美国人对欧洲思想的吸收，尤其强调洛克理论和启蒙思想的影响；如果从跨国
史视野来看，美国革命与欧洲思想的关系就不再是单向的输入，而是多向的互动。在美国革命期间，
大西洋两岸出现大量的报道、信札、游记和小册子，不仅传递美国革命的信息，而且阐述和散播美国革
命的理念。在大西洋世界关于美国革命的讨论中，许多鼎鼎有名的人物都卷入其中，包括英国的理查
德·普赖斯和托马斯·波纳尔，法国的杜尔哥、雷纳尔神父和马布利神父，美国的潘恩（他自认已加入
美国籍）、约翰·亚当斯和乔尔·巴罗等。这种讨论具有真正的跨国特征，欧洲的知识人和政治家与
美国革命的参加者就共同关切的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和辩难。欧洲人对美国革命有自己的观察和评
论，这些意见反过来又刺激美国人进一步反思革命的内涵和意义，并借此推动国内的政治改革。讨论
的主题涉及美国革命的原则和意义、共和主义的内涵、自由政府的构建等。这也表明，美国的共和主
义实验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得到了大西洋世界政治文化的烘托和支持。对于欧洲激进的思想界来
说，以往只能在书斋里思考的问题，现在有了活生生的样本可供观察和讨论，这对于欧洲政治理论的
发展无疑具有以往难以想望的推动作用。

其中，颇为意味深长的一件事，乃是法国政治家杜尔哥一封关于美国革命的信札的跨国旅行。

１７７８年３月，杜尔哥给英国激进派牧师普赖斯写了一封信，阐述自己对美国革命和各州宪法的看法。

１７８４年，普赖斯在自己所写《论美国革命的重要性》一文的末尾，附上这封信的法文原文，并为之做了
一个高调的广告［理查德·普赖斯：《论美国革命的重要性》（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ｒｉｃｅ，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Ｉｍ－
ｐｏｒｔａ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ａｎｓ　ｏｆ　Ｍａｋｉｎｇ　ｉｔ　ａ　Ｂｅｎｅｆｉｔ　ｔｏ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伦敦

１７８４年版，第８９～１０９页］。当时身在英国的美国外交官约翰·亚当斯得知这封信中的观点，便在

１７８６年秋天用３个月时间突击写成《为美利坚合众国诸宪法辩护》一书，具体辨析杜尔哥的观点，并
细致阐述美国各州宪法的真义。稍后，美国人乔纳森·杰克逊在讨论美国政治的小册子中，又几乎全
篇引述了杜尔哥信件的英文译文，并给予颇高的评价。于是，杜尔哥信件在大西洋世界来回穿梭，融
入了一场关于美国革命和各州宪法的深度探讨，成为美国革命跨国维度的最佳见证。

杜尔哥在信中提出，美国获得独立以后处于极其有利的条件下，原本有机会提供一个宪法的样
板，以证明人如何享有自己的权利，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才智，接受自然、理性和正义的统治；但是，美国
各州宪法却并不令人满意，把本应集中于一个中心机构的全部权力，分别赋予众议院、参议院和州长
这三个机构；这无异于模仿英国体制，而在一个所有公民一律平等的共和国，这样做完全是不必要的。
杜尔哥同时也表示，美国毕竟是世界的希望，可以为人类提供政治自由、宗教自由、商业自由和勤劳的
榜样，为世界上被压迫者提供避难所。他还号召全世界的“人类之友”都来支持“美国的圣贤们”，帮助
他们完成“伟大的立法工作”［乔纳森·杰克逊：《关于美利坚合众国政治形势的思考》，第１４４～１５５页
所引杜尔哥信件；另见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编：《约翰·亚当斯著作集》（Ｃｈａｒｌｅｓ　Ｆｒａｎｃｉｓ　Ａｄ－
ａｍｓ，ｅｄ．，Ｔｈｅ　Ｗｏｒｋｓ　ｏｆ　Ｊｏｈｎ　Ａｄａｍｓ），波士顿：查尔斯·利特尔－詹姆斯·布朗１８５０～１８５６年版，第

４卷第２７８～２８１页，杜尔哥信件英文节译］。
杜尔哥的言论在美国人中间引起了不同的反响。乔纳森·杰克逊在讨论美国联盟政府的建设

时，特意引用杜尔哥的几段话，并称赞他对美国局势的理解和对美国政治的见解，比任何作家都要“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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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开阔”和“看法高明”（乔纳森·杰克逊：《关于美利坚合众国政治形势的思考》，第３７～４１页）。但
是，约翰·亚当斯却无法接受杜尔哥的观点，特意写成三大卷书，旁征博引，借自古以来各国和各种政
体的历史、理论和经验教训来论证，杜尔哥并不理解“混合与平衡”不仅是政体稳定的关键，而且是美
国政体的精髓。历史证明，没有制衡的政体所导致的后果极为可怕，把一院制政体推荐给美国人乃是
至为危险的。不过，亚当斯也承认杜尔哥、马布利和普赖斯等人个性可敬，动机纯洁，知见博洽，对美
国各州宪法的批评和建议都值得重视［约翰·亚当斯：《为美利坚合众国诸宪法辩护》（Ｊｏｈｎ　Ａｄａｍｓ，

Ａ　Ｄｅｆｅｎ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第１卷，费城１７８７年版，第ｉｉｉ、ｖｉｉ、

ｘ页。下文简称《辩护》］。
亚当斯写书的本意在于向欧洲人解释美国宪制的要旨，但他的著作很快传回国内，引发了新的讨

论。杰斐逊很欣赏《辩护》一书，称它“对美国大有裨益”，“应当成为我们新老政治家的原理教本”。他
还特意在巴黎为该书物色合适的译者，以免它在翻译中“遭到谋杀”。在他的运筹下，此书的法文版于

１７９２年问世［“杰斐逊致亚当斯（１７８７年２月２３日）”（“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ｔｏ　Ａｄａｍｓ，Ｆｅｂ．２３，１７８７”），莱斯
特·卡彭编：《亚当斯－杰斐逊书信集》（Ｌｅｓｔｅｒ　Ｊ．Ｃａｐｐｏｎ，ｅｄ．，Ｔｈｅ　Ａｄａｍｓ－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Ｌｅｔｔｅｒｓ：Ｔｈｅ
Ｃｏｍｐｌｅｔ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ｏｍａｓ　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Ａｂｉｇａｉｌ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Ａｄａｍｓ）第１卷，教堂
山：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１７４～１７５页］。乔尔·巴洛也称赞亚当斯树立了“伟大的榜
样”；《辩护》一书非常及时，很有意义，有助于纠正美国人中间流行的“无数错误的认识”［乔尔·巴洛：
《１７８７年７月４日演讲》（Ｊｏｅｌ　Ｂａｒｌｏｗ，Ａｎ　Ｏｒａｔｉｏｎ，Ｄｅｌｉｖｅｒ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ｕｒｃｈ　ｉｎ　Ｈａｒｔｆｏｒｄ，ａｔ
ｔｈｅ　Ｍｅｅｔ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ｎｃｉｎｎａｔｉ，Ｊｕｌｙ４ｔｈ，１７８７．Ｉｎ　Ｃｏｍ　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哈特福德１７８７年版，第１３页］。乔纳森·杰克逊也说，亚当斯
肯定英国宪法对美国的借鉴作用，这是很有见地的（乔纳森·杰克逊：《关于美利坚合众国政治形势的
思考》，第１４６页）。但是，约翰·史蒂文斯却对《辩护》的观点颇不以为然，并讥讽亚当斯说：“不管他
有多么伟大的才能，也只能把他叫做国家江湖郎中而已，因为他给所有的疾病都只开一个药方：不管
病人是什么情况，也不管病因来自哪里，你只需服用一颗叫做‘等级’和‘平衡’的药丸，那么政治体马
上就会恢复健康和活力。”［约翰·史蒂文斯：《论政府》（Ｊｏｈｎ　Ｓｔｅｖｅｎｓ，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ｃｌｕｄｉｎｇ　ｓｏｍｅ　Ａｎｉｍａ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ｓ　ｏｎ　Ｍｒ．Ａｄａｍｓ’ｓ　Ｄｅｆｅｎ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ａｎｄ　ｏｎ　Ｍｒ．Ｄｅ　Ｌｏｌｍｅ’ｓ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ｎｇｌａｎｄ），纽约１７８７年版，
第３～４页］。

法国哲人马布利对美国政治体制的评论，也引起了一场跨国讨论。１７８３年７、８月间，马布利以
致当时正出使荷兰的约翰·亚当斯四封信函的形式，阐述他对美国各州宪制的看法。法国人马布利
同美国人亚当斯讨论美国宪制，却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很快就有人把该书译成英文在伦敦出版。这
位英译者高度评价美国宪制，称赞美国人破解了一个千古难题，得以在“自由和人性的原则”之上建立
政府，使自由既尽可能不受压迫的侵蚀，又得以避免无法无天的放纵；他同时也批评马布利受法国政
治和宗教的制约，加以远距离观察，并不完全理解美国的政治体制，错误地提出要以贵族制来补救民
主的弊端。其实，马布利对美国新体制仍然寄予厚望。他告诫美国人，不要建立单一的共和国，而要
走联邦制的道路；不要学欧洲的殖民主义，也不可采取古代共和国那种不稳定的公民大会体制，而应
保持目前的分级议事、选派合适代表处理国家事务的做法。不过他也断言，以美国人过去在英国政府
体制下养成的习惯，并不适合“纯粹的民主”，而倾向于贵族制［马布利神父：《论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
与法律》（Ａｂｂéｄｅ　Ｍａｂｌｙ，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ｏｎ　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Ｌａ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ｔｅｄ　Ｓｔａｔｅｓ　ｏｆ　Ａｍｅｒｉ－
ｃａ），伦敦１７８４年版，第ＩＶ～ＸＶＩＩ、５～２４页］。从马布利的姿态和语调来看，很像一个精通欧洲历史
和政治理论的长者在鼓励和训导一个成长中的年轻人。

可是，美国有一位年轻人却并不认可马布利的“高论”。马布利的书出版后，正在伦敦求学的马里
兰青年威廉·默里于１７８４—１７８５年写了一本近百页的小册子，回应和批驳马布利的观点。他把这本
小册子献给正出使伦敦的约翰·亚当斯。在他看来，马布利是一个法国人，不能理解“一种自由宪制
的效果”，难免用法国和欧洲的情况来比附美国。实际上，美国所有政府在原则、结构和整体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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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粹而不可变更的民主”，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建立在“人类权利的最初基础”的政府；美国人处在那
样的环境中，唯一能采用的政体只能是民主［威廉·默里：《政治短论》（Ｗｉｌｌｉａｍ　Ｖａｎｓ　Ｍｕｒｒａｙ，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ｋｅｔｃｈｅｓ，Ｉｎｓｃｒｉｂｅｄ　ｔｏ　Ｈｉｓ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ｃｙ　Ｊｏｈｎ　Ａｄａｍｓ），伦敦１７８７年版，第２～６、２６～６７页］。

此外，英国人普赖斯和法国人雷纳尔关于美国革命的评论，也在美国人中间产生了回响。诺亚·
韦伯斯特曾说，他正要写文章讨论美国宪法和联盟政府，结果发现普赖斯的《论美国革命的重要性》与
他“英雄所见略同”。他称赞普赖斯的观点十分公正，而且宽宏开明，对美国也满怀热爱（诺亚·韦伯
斯特：《美国政策短论》，书前广告）。雷纳尔向来持美洲退化的观点，对美国独立的前景也不抱乐观的
看法［雷纳尔神父：《美洲的革命》（ＡｂｂéＲａｙｎａｌ，Ｔｈｅ　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ｅｒｉｃａ），伦敦１７８１年版，第

９９～１００、１６９、１７１、１８１页］。他的书引起了乔治·华盛顿的注意，并请托马斯·潘恩撰文予以驳斥
［托马斯·潘恩：《就北美事务致雷纳尔神父》（Ｔｈｏｍａｓ　Ｐａｉｎｅ，Ａ　Ｌｅｔｔｅｒ　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ｂｂé
Ｒａｙｎａｌ　ｏｎ　ｔｈｅ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Ａｍｅｒｉｃａ），伦敦１７８２年版］。还有一位名叫加塔诺·菲兰吉里
（Ｇａｅｔａｎｏ　Ｆｉｌａｎｇｉｅｒｉ）的意大利人，也加入了关于美国革命的跨国讨论。他与富兰克林有通信联系，十
分欣赏美国革命的原则和建树，甚至表示愿意去宾夕法尼亚定居。他充满激情地写道：“你们这些独
立的美国的自由公民，你们太有美德，思想和智慧也太过开化，以致不会知道，由于赢得了统治你们自
己的权利，你们在全世界的眼里都受到了神圣的敬重，被视为比所有其他人民都更睿智、更温和、更幸
福的人。”（乔纳森·伊斯雷尔：《燎原之火：美国革命如何点燃世界》，第７～９页）

除了思想观点的交流与论辩，在具体的制度建设上大西洋世界也发生了多种形式的跨国互动。
美国联邦政府成立后，麦迪逊着手整理“权利法案”。杰斐逊从巴黎找到两份“权利宣言”，随信寄给麦
迪逊。其中一份由拉法耶特侯爵提出，共８条，涉及保护臣民的财产、自由、荣誉和生命，政府实行分
权体制，由代表制机构和国王共同执掌国家最高权力。另一份由在巴黎行医的英国医生理查德·格
姆草拟，共１５条，内容包括反对贵族制，实行代表制和相应的选举权，并列举信仰自由、出版自由、人
身保护法、陪审制等权利［“杰斐逊致麦迪逊（１７８９年１月１２日）”（“Ｊｅｆｆｅｒｓｏｎ　ｔｏ　Ｍａｄｉｓｏｎ，Ｊａｎ．１２，

１７８９”），史密斯编：《书信共同体》第１卷，第５８４～５８６页］。当时法国革命尚在酝酿中，法国的上层精
英借鉴美国某些州宪法之前附有“权利宣言”的先例，开始筹划法国政治体制的变革。杰斐逊一直不
满于美国联邦宪法缺少“权利宣言”一事，支持麦迪逊促成增补的工作，因之着意收集相关文件以供他
参考。“权利宣言”在大西洋世界的这一循环往复，再鲜明不过地凸显了革命理念跨国旅行的轨迹。

而且，美国革命的原则和经验也激励甚至直接引发了大西洋世界其他地方争取自由的斗争。普
赖斯曾高度肯定美国革命的世界影响，甚至夸张地说：“在基督教为人类所接受以后，美国革命可能是
人类改善历程中最重要的一步。”（普赖斯：《论美国革命的重要性》，第２～５页）后世史家的研究支持
了普赖斯的论断。美国革命不仅在当时激发了大西洋世界的政治想象和争取自由的斗争，而且从长
远的历史进程来看，则“对世界其他地方发挥了巨大的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冲击，证明对民主现代性
的塑造具有基础性意义”。而且，美国革命中存在着温和与激进两种政治和社会变革的路径，在后来
大西洋世界的革命运动中，那些要求激烈变革的“民主共和主义者”往往诉诸富兰克林、杰斐逊和潘恩
的理念，而那些倾向于“贵族共和主义”的人则推崇约翰·亚当斯、汉密尔顿、古维诺尔·莫里斯和杰
伊等人（乔纳森·伊斯雷尔：《燎原之火：美国革命如何点燃世界》，第１～２、４～５页）。的确，美国革命
期间大西洋两边的人员往来、政治互动和“观念旅行”，传播了美国政治变革的理念和经验，促使许多
人为寻求自由而采取行动。在美国革命发生后的十数年间，荷兰、意大利、爱尔兰、法国都发生了冲击
旧秩序、挑战君主和贵族权威的革命或“叛乱”；英国的激进主义改革也从美国经验中汲取了力量；还
有从美国出走的黑人辗转落脚于塞拉利昂，以寻求他们所理解的自由和权利；海地则发生了黑人推翻
奴隶制的革命。这些事件诚然并不都是美国革命所直接引发的，但大多受到了它的影响，或者同它的
理念和目标具有某种联系［珍妮特·波拉斯基：《没有疆界的革命》（Ｊａｎｅｔ　Ｐｏｌａｓｋｙ，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ｓ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Ｂｏｒｄｅｒｓ：Ｔｈｅ　Ｃａｌｌ　ｔｏ　Ｌｉｂｅｒ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Ａｔｌａｎ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１～１３页］。

以上简要的梳理表明，从国别史和跨国史两种视角所看到的美国革命，可以说是两幅迥然不同的
画面。如果仅仅把美国革命作为一个国别史事件，那么它的内涵和意义就在于，殖民地居民反对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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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殖民统治，赢得独立战争，建立一个新型的共和制国家，开辟了一条不同于“旧世界”的新道路，为美
国的“崛起”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与此同时，那些在政治上没有权力的群体挑战权势阶层，造成了深刻
的政治和社会变动。倘若从跨国史的视野来看，美国革命就不仅仅是殖民地居民反对英国殖民统治
的行动，而且也是大西洋世界多个殖民帝国长期竞争的一环；独立战争也很快就从殖民地反叛转化为
一场国际战争，当时世界三大殖民帝国均卷入其中，而战争的结果则极大地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

尤为重要的是，美国革命震撼了整个大西洋世界，推动了多国反抗“旧制度”和争取自由、平等、民主的
斗争。而且，美国革命的原则和经验还激发了欧洲人的政治想象，促进了关于自由、民主、宪制和共和
主义的理论思考。

从更长远的世界历史进程来看，美国革命打破当时的殖民帝国体系，摆脱殖民地身份而建立“国
族国家”，以宪法创设政府和保护权利，把统治的合法性建立在人民主权的基础上，并为普通人打开进
入公共事务的大门，所有这些理念、制度和实践无疑都是破天荒的，具有显而易见的激进性。而且，美
国革命的成功和新国家的巩固也至为不易。美国人深受体制不完善和治理经验缺乏的困扰，又身处
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实力弱小，技术落后，列强环伺，不仅受到英帝国、西班牙帝国的南北夹击，而且
在大西洋和地中海贸易中也屡遭挫折。美国在政治文化和国家体制上则属于另类，与当时世界的主
流格格不入，而欧洲那些君主制和贵族制国家的当权者则盼望美国分裂解体、内乱纷起，以便从中渔
利。诸如此类的问题，也只有在跨国史的视野中才看得更加清楚。

就美国革命史的研究而言，跨国史视野也能带来富于新意的思路。在美国革命史学中长期盛行
精英主义范式，把美国革命视为美国人民在“建国之父”率领下做出的开天辟地的壮举，开创了不同于
世界任何地方的“例外”的发展模式。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逐渐兴起的民众主义范式，则在民众和精
英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刻意抬高底层民众和边缘群体的地位，贬抑精英领导人。目前美国史学界还出
现了几种新的趋向，有的压低美国革命的历史地位，有的不谈美国革命的政治成就，有的重视美国革
命所造成的社会、价值、习俗和日常经验的变化，有的则关注革命中的不革命者以及革命的破坏性。

从跨国史的视角来看，这些范式和趋向均大有可商之处。
在跨国史的视野中，美国革命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一场政治革命，而不是社会革命或其他各种“复

数化”的革命。大西洋世界其他国家所关注的，主要是美国革命的政治理念和政体建设；关于美国革
命的跨国讨论，其重点在于自由、宪法和共和主义；美国革命对大西洋世界的冲击，主要表现为激发了
反抗暴政、争取自由、实行宪制的政治运动。进而言之，美国革命之成为一个重要的跨国事件，主要不
是缘于普通民众的诉求和行动，而是凭借精英领导人的活动和主张。用历史学家伊斯雷尔的话说，
“建国之父及其海外追随者的努力，证明美国革命及其原则与其他革命之间存在深刻的互动，使革命
在普遍变革中扮演的全球性角色具有实质性内容，而发挥作用的方式并不是作为直接干预的力量，而
是初始模式这种激励的动力。”（乔纳森·伊斯雷尔：《燎原之火：美国革命如何点燃世界》，第１７～１８
页）。就此而言，淡化美国革命的政治内涵，贬抑精英领导人的作用，就很难令人信服地诠释美国革命
的世界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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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剑鸣，历史学博士，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影响美国革命的隐藏因素

伍迪·霍尔顿　著　　陈 亚 丽　译

美国独立战争就像大多数战争一样，在传统上被描述成一场国际象棋比赛，是乔治·华盛顿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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